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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金融学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近代金融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制度基础。清朝末年以至民国后期的新式学制沿革为金融学教育提供了基本的平台，金融学在课程设置、学生数量等方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教会学校和海外留学对近代金融学教育产生的影响至关重要，形成了现代金融概念的框架，引入了现代金融学研究的范式和方法，成为民国金融思想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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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思想的发端，主要是由当时社会条件下的物质基础所决定，并且往往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偶然性。然而一种思想的发展和演进，则需要更多的外在条件来支持，比如教育制度和文化环境。这些领域的支持活动，通常称之为“思想启蒙”。民国初年，先进的西方金融思想能够在全国迅速普及，掀起创办新式金融的浪潮，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一次有关现代金融的思想启蒙运动。

这次“金融思想启蒙”自清末开始，贯穿民国始终。以今天的视角看去，这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可能远未结束：社会主义中国在建设现代金融的过程中，仍然走着一条不断借鉴西方金融思想的道路，无论普通百姓还是金融从业人员都比较缺乏现代金融意识，建立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体系任重而道远。以史为鉴，探寻百年前金融思想产生、传播和发展的历程将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思想扩散（包括演进和传播）需要必要的制度基础，教育是最重要的渠道之一。民国时期金融学教育得到充分发展，开设金融专业的的大学和金融专科学校由无到有，由少到多，极大地推动了西方金融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成为中国金融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基础性因素。

1、 近代金融学教育的制度沿革
（一）从“壬寅学制”到“癸卯学制”

1902年8月，张百熙主持拟定“壬寅学制”，是中国第一次以政府名义颁布规定的完整学制，共分五类：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养学堂章程。根据这一学制
，大学分为七科：政治科、文学科，格致科、农业科、工艺科、商务科、医术科。其中的商务科分为六目：簿记学、产业制造学、商业语言学、商法学、商业史学、商业地理学。这是中国大学分科分系制度的开始。其中的簿记学，已经涉及到银行帐务管理等方面的知识。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还规定：大学堂预备科分政艺两科，习政科者卒业后升入政治、文学、商务分科，政科的第12门课程为《理财学》。大学堂的仕学馆第一学年到第三学年都要学习《理财学》。每年的《理财学》内容不同，第一年为通论，第二年为国税、公产、理财学史，第三年则是银行、保险、统计学。《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对政科和仕学馆也作了与大学堂政科同样规定。商务科专门教育和《理财学》课程教育的规定，意味着中国政府在法规上正式确立了金融学教育的地位。

1904年初，清政府又颁布经张之洞等人修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其中《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将大学分为八科，即在原“壬寅学制”七科之外增设“经学科”。同时，将各科之下的“目”改为“门”，相当于现在的“系”。“癸卯学制”首次突出了金融学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

首先，在学科分级上，商科大学分三门：（一）银行及保险学门；（二）贸易及贩运学门；（三）关税学门。这意味着金融学几乎获得了一级学科的地位，成为商科教育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而在“壬寅学制”中，商科六目仅有“簿记学”涉及到金融学知识，金融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

其次，在课程设置方面，金融学课程更加普及。除商科大学外，政法科大学政治学门必须学习全国人民财用学（日本名为理财学及经济学）、国家财政学、各国理财史、各国理财学术史、全国土地民物统计学5门经济学课程，占政治学主课15门中的三分之一
。政法科大学法律门也要学习两门经济学课程：全国人民财用学和国家财政学。农科大学农学门同样要学习两门经济学课程：理财学和国家财政学。甚至连中学堂都设有理财一科，《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中学堂第十科为法制及理财，内容为：“当就法制及理财所关之事宜，教以国民生活所必须之知识，据现在之法律制度讲明其大概，及国家财政、民间财用之要略。”

无论是“壬寅学制”还是“癸卯学制”，都是在清末政权摇摇欲坠的环境下为缓和社会矛盾而匆忙从近代欧美学制移植而来的应时之举。由于最根本的社会制度没有改变，教育体制的革新更多地是起到了形式上的启蒙作用，而无法发挥实效。

到清政府灭亡时止，中国人创办的近代大学仅有四所，而且分科大学直到1910年才正式招生。据统计
，辛亥革命之前全国仅有法科毕业生25名，工科毕业生54名，理科毕业生9名，无商科毕业生。在这种条件下，高等金融学教育是无从谈起的。但是，近代学制的改变，毕竟为西方先进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新的环境，各所学校开始了商科和理财学教育，经济学著作增多起来。到民国成立之前，“有关西方经济学的书出了不下70种，其中原理性书有48种，财政金融书18种，经济学说史4种。”
这些著作，基本上都是由各学校组织或教员编译的。

（二）民国金融学教育的曲折发展

民国成立伊始，教育部进行了一系列的学制改革。1912年9月，颁布新的学制系统，即“壬子学制”。之后又相继公布了《大学令》、《专门学校令》和《大学规程令》。
该学制对“大学”的概念作了严格限定，能称大学者，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甲、文理两科并设；乙、文科兼法商两科；丙、理科兼医农工任意一科。与此同时，规定特设具有高等教育性质，可同大学平行而程度略低的专门学校，分为法政、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美术、音乐、商船、外国语十种。这样，“大学”与“专门学校”相区别开来，由此正式形成了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之分。

“壬子学制”中，商科仍然是高等教育的重点学科，分为银行学、保险学、外国贸易学、领事学、税关仓库学、交通学六门。从学科设置看，商科专业比清末多了三门，保险学从银行学中独立出来，成为单独一门，这不仅意味着保险学本身的发展，也反映了民国初年保险业的兴盛以及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壬子学制”中的法科包括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三门，将“经济学”归入法科而非商科，表明当时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间存在一定的断裂现象。商科偏重实践，经济学偏重理论，在学术空间上并没有形成合理的研究链条。当然，在具体课程设置上，经济门也会教授银行、保险等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因此，民国的高等金融教育主要是由大学中的商科和经济科提供的。

民国初期，新学制为金融学教育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环境，同时由于民族资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迅速发展，社会急需各类经济、金融专才。教育界应时而动，加快了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建设进程。1917年秋，南京高等师范设立商业专修科；1917年10月，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研究所成立，马寅初任主任，每月由教育部拨款500元，主要职责为审定经济学译名；1921年夏，马寅初与东南大学（原南高师）校长郭秉文创办当时国内第一所商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现上海财经大学前身）。

在这一时期，国内高等教育蓬勃发展，除上述公立学校之外，教会学校和私立院校也纷纷开设商科或经济科。1917年，当时仍属私立的复旦大学设立商科，由蔡竞平主持，后来由著名金融学者李权时任学长，商科在校生人数经常处于全校之冠；与之齐名的私立南开大学，于1926年延聘留美经济学家何廉担任该校商学院院长，并创办了著名的经济研究所。此外，朝阳大学创办于1912年，设法律、经济两科；1920年成立的中法大学，1950年其经济系并入南开大学；1923年，大同大学先后开设文、理、商、工四个学院。

在教育规模上，1918年，教育部曾公布全国经济学专门教育的情况：北京大学4个班94人，北京私立中国大学1个班19人，武昌私立中华大学1个班28人，北京、奉天、吉林等地的法政专门学校也设有经济科。
以上数据不包括商科情况，仅从经济学的发展规模来看，已经远远超过民国初年的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私立学校的开设，最初资金来源是由金融界提供的。例如， 在大夏大学开办的前几年，校董会增聘了上海金融界的一批大亨如虞洽卿、钱新之、张公权、徐新六等人为理事。每当学校经费有困难时，总能向银行借到款。向一家银行贷款时，常有另一家经理互作偿还保人。比如，向交通银行借的，由中国银行担保；向中国银行借的，则由交通银行担保。通过这种方式，学界与金融界建立了十分紧密的关系。一方面，大学获得了发展所需的必要资金，还可为商科毕业生的实习和就业提供合作平台；另一方面，金融界通过赞助教育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并取得优秀的人才资源。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了相对稳定的调整期。针对民国前期滥设大学、质量下降等问题，教育部于1929年7月颁布《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学院，凡具备三学院以上者，始得称大学。”
决定对当时的高等教育进行整顿，以提高质量为目的，使其内容充实、程度提高，不再作数量上的扩充。 
与此同时，教育当局更加注重实用科学，开始着手大力调整院系结构。重点是裁撤合并文法学科，由于在不少大学中金融学和经济学尚属于法科，这次调整对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教育部先后训令北平大学“商学院应与法学院合并，改称法商学院”。
东北大学“史地、政经及中文、边政两系，各隔年招生一次”
。
在上述方针指导下，全国大学中商科的招生人数保持了谨慎的增长。在招生规模上，商科始终位于法、文、工、理、教各科之下，发展有所限制。曾先后担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指出：“这一二年来，有一个可注意的现象，就是大学农、工、理三科的毕业生，出路较好，而政治、经济、法律等系的毕业生，则特别感到就业的困难。因此这几年来，青年升学的趋向也有所改变，投考理、工、农三科的人比较考文、法的人来得多。”

表1：1928年—1937年高等学校（含专科）各科在校生百分比例表：

	    科别

年度
	文
	法
	商
	教
	理
	工
	农
	医
	其他

	1928
	21.7
	37.6
	6.7
	6.6
	7.6
	11.0
	4.1
	3.9
	0.6

	1929
	21.2
	39.3
	5.7
	7.1
	7.5
	10.8
	4.4
	3.9
	0

	1930
	20.5
	42.3
	5.4
	6.8
	7.6
	9.9
	3.8
	3.6
	0

	1931
	22.8
	37.3
	4.9
	9.6
	8.0
	9.2
	3.2
	4.1
	0.9

	1932
	21.9
	34.0
	6.7
	7.9
	9.7
	10.4
	3.6
	4.3
	1.5

	1933
	20.3
	30.1
	7.4
	9.3
	11.0
	12.3
	3.9
	5.7
	0

	1934
	19.0
	26.4
	7.3
	9.7
	12.7
	14.1
	4.4
	6.3
	0.1

	1935
	23.3
	21.4
	7.2
	6.7
	15.2
	13.4
	5.3
	7.4
	0.1

	1936
	20.0
	19.7
	7.7
	7.9
	13.1
	16.7
	6.2
	8.1
	0.7

	1937
	13.3
	22.8
	5.9
	7.9
	14.3
	18.5
	5.8
	10.8
	0.7


抗战初期，受战争及政府教育方针的影响，商科教育的规模十分有限，研究生数量缩减为零，在校人数远远低于文、法、理、工诸科。随着战局趋于稳定，国内、国际金融活动逐渐恢复，对商科人才需求也不断增多。商科教育经历了较明显的由低落到繁荣的复苏过程。从1941年开始，商科学生总数仅次于法科和工科，并恢复了研究生教育。至抗战后期，商科已经发展成为高等教育规模中位居前列的学科。1936年至1945年，全国大学中商学系的数目分别为：44、45、38、40、61、65、66、61、63、65，十分符合上述总体趋势
。

至民国中后期，各大学教育体制日臻完善，社会各界对金融的重要性也愈加了解和关注，金融教育界和学术界空前繁盛，金融学隐有成为“显学”之势。正如朱通九所言：“……国内深谋远虑之学者，遂埋头研究求造成法币金融专家至多。其中常常受社会所敬仰者，计有前辈马寅初、刘大钧、孙拯、顾季高、黄元彬、杨端六诸氏，而青年作者中常为学者所推许者，计有谷春帆、寿勉成、杨荫溥、姚庆三、侯叔彤、程绍德、赵兰坪、林维英、吴承禧、余捷琼、吴大业、王廉诸氏，上述各学者，非时有长篇著作在杂志与报章披露，即当有专著出版问世。故就经济学文献中之数量而论，以货币金融之著作最多，而专行研究此项问题之人数亦最众，换言之，研究货币金融之造就较深，而其进展之程度亦较速。”
这样宏大的学术局面，与民国时期堪称发达的金融学教育是分不开的。

二、教会学校与海外留学对金融学教育的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金融的现代化历程是由外部因素推动的。近代以来，西方金融思想通过各种形式被引入到国内，带来了先进的金融体制、组织方式以及经营理念，并且伴随着新式金融业的产生和发展不断地传播开来。其中，教会学校和海外留学是新式金融思想的主要扩散途径。

（一）教会学校

外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对近代金融学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的中国社会历来有“贵义贱利”的价值指向，尤其在教育领域内，谈论个人财富被视为“雕虫之计”甚或“奇技淫巧”，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更罔论展开金融知识的教育。当十七世纪初叶现代金融制度的雏形在西方出现时，中国仍然行进在传统经济的道路上，对银行、股票、交易所等新式金融概念毫无知晓。因此，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的发端，必然脱离不了外来因素的影响。外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最早打开了西方金融思想进入中国的大门。

1864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创办登州文会馆，最早将阿拉伯数字引入中国，并开设“富国策”课程，成为中国新式金融学教育的先驱。进入20世纪之后，教会大学得到了迅猛发展。据中国基督教教会大学协会统计，至1919年，完全具备本科设置的基督教教会大学已经达到13所
。在这些教会大学里，多数都开设有金融相关课程，并且最早引入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为民国的金融学教育提供了原始的摹本。

1918年，戴乐仁等创建燕京大学经济学系，开始高层次的金融学教育。后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还进行了一系列农村金融实践活动，如1928年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在清河镇开设了一个农村试验站，设经济、卫生、服务、研究四股，先后开展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小本借贷等活动，将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创建于1905年的圣约翰大学，完全按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条例组建，并大力推广英语教学。20世纪初叶以后，英语的商业价值日益提升，加之该校地处金融中心上海，因此圣约翰大学培养了大量的金融人才。据1926年统计：圣约翰大学毕业生的分布情况为：在中国政府做官的有43人；在商界任职的有158人，其中经理24人，买办107人，银行界27人；在教育界任职的有72人。在商界的任职最多，占到58%以上
，创办上海煤业银行和中国企业银行的著名实业家刘鸿生即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此外，1922年，天主教耶稣会创建的天津津沽大学开设工商学院，1933年改称天津工商学院；其后的之江大学、沪江大学等教会大学也纷纷开设商学院或设置商科。

教会大学对于金融思想的传播，最初只是西方人士出于自身利益来华活动而产生的副产品，其主要目的是要通过宗教和科学培养“自己的人们”，最终统治中国。随着二十世纪20年代国内“非基督教运动”的蓬勃兴起，教会学校对于爱国青年的吸引力日渐降低。更多的知识青年选择出国留学去主动地学习西方先进思想，他们学成归国后投身学界或实业界，极大地推动了民国社会的现代化历程。

（二）留学教育

1847年，容闳远渡重洋赴美留学，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作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容闳曾将美国1857年《国家银行法》译为汉文，使人们得以初窥美国的现代银行制度。1860年，容闳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南京）面见洪仁玕，提出了七条建议，其中第五条即为“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
。中国近代最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方案——《资政新篇》中提到“兴银行”、“发行银纸”、“兴保人物之例”（即建立保险公司）等诸多新式金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与容闳的建议有关。也正是在容闳的极力推动下，中国正式掀开了海外留学的序幕。

1869年11月23日，原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代表清朝政府与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条约第七款规定：“两国人民均可入对方官学，并受优惠待遇；双方得在对方设立学堂。”这一规定为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提供了法律根据。此后，留学欧美的学生日多。其中就有翻译《国富论》的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严复。

甲午战败之后，举国震惊。日本的明治维新成为国人学习的榜样，清政府也将向日本广派留学生作为培养“新政”人才的快捷方式，鼓励赴日留学。在20世纪最初20年里，中国留日学生的总数超过了6万人。

在学习经济学和商科的留日学生中，涌现出了盛俊、戴霭庐、贾士毅、赵兰坪、孙拯、杨汝梅等知名金融学者，他们学成归国后专于研究和教学，为传播西方金融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以中央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兰坪为例，民国期间先后出版《资本节制论》、《中国当前之通货外汇与物价》、《现代币制论》、《外汇统制问题》、《通货外汇与物价》（上，下册）、《经济学提要》、《经济学大纲》、《经济学》、《货币学》、《近代欧洲经济学说》、《货币与银行》、《货币学原理》、《各国通货政策与货币战争》等数十种经济、金融著作，是民国时期西方金融思想的重要传播者。其中《经济学》一书在1933年至1947年间再版25次，成为当时国内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基础教科书。

值得注目的是，民国许多著名银行家都有留日的经历。在当时全国重要银行中处于关键地位的中国、交通、南三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北四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的十名代表人物中，留学日本者多达七人——张家璈、钱新之、徐寄庼、李铭、周作民、吴鼎昌、谈丹崖。其中，倡办大陆银行的谈丹崖，1908年学成回国便应张謇之聘，任南京高中两等商业学堂教务长兼银行科主任教习，并按照日本大仓商业学校重视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方法，创办银行实践室，培养出一批银行会计人才，华资银行能够全部采用新式会计，和他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对近代中国金融思想传播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策源地是美国。20世纪初，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逐渐增多。1907年，北洋大学堂派出第二班官费留美学生，十三名同学未待毕业即送往美国深造，其中就有后来的一代经济学大师马寅初。1908年，官费“清华留美生”大批赴美，与各种途径的自费生一起，数目庞大。其中学习经济学和商业管理者居多。唐庆增发现：“近年来吾国青年学子，赴美习经济科者日众，良以此科范围至广，应用处最多，又为吾国近日需要学识之一。”
潘序伦也回忆道：“那时（20年代初），我国赴美留学生绝大多数是选学‘货币银行学’一科，因为那时银行业一时勃兴，大大小小的银行遍设于全国各大城市。而在旧中国学生存在着毕业即失业的危机，留学生选学‘银行货币’一科，不仅就业机会多，还可以谋取较高薪俸。”

留美的商科学生在质量和层次上明显高于留日学生。留日学生中大学毕业有经济学学士学位者很少，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一个都没有。而同期留美学生中，有80%以上是从大学和研究院毕业的
。马寅初、李权时等人更是获得哥伦比亚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拥有极高的理论素养。他们归国之后，很快成为国内金融学界的领袖人物，深刻地影响了民国金融思想的内容和走向。

20世纪20年代后期，大批留学欧美的青年学者回国执教，教师自身素质大为提高，极大推动了国内思想的启蒙。如：南开大学“一九三O年全校教师四十一人，留学美国的三十一人，占百分之七十六；其中博士十四人，硕士十四人”
；中央大学“一九三O年时一百五十三位讲师以上的专任教师中有一百三十人曾留学国外，并且绝大多数获得了博士、硕士学位。医学院和商学院的教师全是留学出身。”

这样的师资情况，即使在今天的大学中也毫不逊色。由于欧美是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其金融业无论从发展规模还是创新程度处于世界各国前列，金融理论自然最为发达。在欧美取得学位归国的青年学者，能够将最前沿的金融思想和教育方法带回国内传播，并结合中国实践展开研究。这使得民国时期的金融学教育和研究，从一开始就与国际接轨，从而处于较高的层次。

3、 对近代金融学教育的评论和思考

近代金融学教育的历史意义复杂而深远。从外在形式上看，金融学教育是金融学科产生并不断发展的过程，为金融学研究和金融实践活动准备了基本的理论工具和制度保障；从内容本质上看，它是近代金融思想的一次连续启蒙运动，为中国由传统金融向新式金融的转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一）金融学科的建设与完善为传播和发展现代金融思想创造了良好的平台

胡寄窗先生曾指出：“我国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一直为货币问题所困扰……本世纪开始后，由于从国外，主要从日本引进一些现代货币学知识，关于货币问题的论述才逐渐有的放矢。”
这段话反映出中国传统金融与现代金融的知识断裂。

中国的传统金融与始于西方的现代金融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功能上，传统金融以经营货币兑换和存放款为主，依存与商业的发展而发展。而现代金融功能更加强大，除存放款业务之外，更主要的是发挥资金融通的作用，与工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在形式上，传统金融以“钱庄”、“帐局”、“票号”等为组织形式，而现代金融则以“银行”、“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所”等名目出现。

上述种种不同之处，对近代国人的冲击是十分强烈的。无论是那些经营票号、钱庄数百年的商人家族，还是早已习惯于和典当行、高利贷打交道的普通百姓，要接受全新的现代金融，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思想的启蒙。金融学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从改变人的观念开始，以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式，在固定的时间和空间，以科学的方法引导人们学习和认识先进的金融制度、金融理念，逐渐摆脱传统金融思想的束缚。在此意义上，金融学教育可视为中国近代金融思想发展的根基所在。

（二）金融学科的繁盛与金融学者的学术贡献交相辉映，构成近代金融思想的基本图景

论及近代金融思想的传播，不能不涉及大学中商科和经济系的培养制度；论及近代金融思想的发展，则不能不提到那些心系民生而学养至深的大师们。民国时期被称为中国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生活安定，教授学者能够精心育人、专心治学，使得当时大学教育朝气蓬勃，学术贡献硕果累累。

民国中后期，国内各所著名大学的金融学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将西方金融思想源源不断地传播到国内，不仅培养了大批从事金融研究和实践的人才，也通过各种渠道将现代金融理念扩散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与此同时，以马寅初、杨荫溥、姚庆三等人为代表的一批金融学者，针对时局悉意研讨，著作等身，在介绍西方先进银行、货币理论的同时，提出了大量极具现实意义的金融政策和主张，成为当下研究民国金融思想的主要内容。

（三）西方金融思想的传入对金融思想启蒙的意义尤为重大

王汎森在评论晚清留日风潮时认为：“近代中国的启蒙是以连续体，不是一次发动中完成的。晚清这一笔由日本引入的思想资源固然不像新文化运动那样轰轰烈烈，不过它的重要性却不可忽视。他透过各种学门的基本书籍或是上自大学、下自中小学教科书，奠下了新的‘文化基层结构’”
。事实上，清末民初从整个西方世界引入的金融思想，也奠定了中国金融的“基层结构”。

首先，现代金融的概念框架初步形成。以留日生为例：庞大的留日学生群体为中国经济学界带来了大量的日本造经济学术语，“经济学”、“金融学”等学科名称本身就来自日本。何廉在主持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时，就“大量采用给日本干事看的中文读物上、大家实际使用的、由日本人翻造的术语”
。这些术语包括资本、投资、金融、证券等沿用至今的专业名词。从这些最基本的概念开始，中国人逐渐接触到西方金融的整体框架，为教学研究和实践应用准备了必不可少的知识工具。

其次，引进了大量金融学研究的主流方法。近代以前，中国并不乏对金融理论的关注，比如货币问题。但由于人们大都以传统的货币概念和思维方式来分析现实的货币问题，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既无实际效果也无理论意义。直到西方货币理论传入中国之后情况方有所改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货币本位制”的争论中，金陵大学的路易士（A.B.Lewis）和张履鸾曾引入费雪的补偿货币（Compensated Dollar）理论作为支持；何廉等留美学者将数学、统计等方法广泛应用到经济、金融等各个领域的研究中；留法学者姚庆三更是对中国货币实证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当然，民国时期金融学的教育与研究还有很多弊端。最大的问题是忙于“搬运”西方金融理论和实践制度而鲜于创新。当时出版的各种“银行学”、“货币学”著作，基本都是糅合国外数本相关著作而成的“二手货”，很少能够发现作者自己的理论创见。一方面，这是由民国金融发展的初始阶段所决定；另一方面，也和国内金融学界的总体研究水平有关。据胡寄窗先生考证，抗战时期一位名叫Lin Lin的中国留美学生曾在权威杂志《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论文批判费雪的货币数量公式，成为民国学术界轰动一时的创举
。与今天中国学者在国际上获得的声誉相比，显然反映了时代的差距。
*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近代金融危机的理论与政策研究》阶段性成果（09CJL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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